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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司法质量对企业间分工的影响
———基于一个新工具变量和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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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以非人格化交易为主的现代经济活动中ꎬ作为正式合同实施机制的司法体系的质量是否会影

响企业间的分工活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对此持肯定观点ꎬ大量的经验分析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ꎬ本文

利用中国地级市的律师事务所数量作为司法质量的代理变量对该命题再次进行了经验检验ꎮ 同时ꎬ为了有效

控制过往经验分析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根据 １９９１ 年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设置情况ꎬ构造了地区法律教育资

源指数作为司法质量的工具变量ꎮ 结果表明ꎬ总体上ꎬ如果司法质量提升 １０％ꎬ则该地区的企业间专业化分

工程度提高 ３.３６％ꎻ并且在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的沿海省份城市ꎬ司法质量提升对分工的促进效应更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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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专业化分工是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ꎬ这一观

点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即有阐述ꎬ在他

看来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由于使得劳动者更容易

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ꎬ并且节约了在

不同工作之间的转换时间ꎬ因此可以显著地提高

劳动生产率ꎮ 而且ꎬ分工和专业化本身还有利于

机器设备的引入ꎬ从而会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ꎮ
当然ꎬ斯密也明确指出ꎬ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无

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分工———无不受制于交换

能力ꎮ 交换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市场范围和规模ꎬ

即所谓的“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ꎻ
而另一个影响交换能力的重要因素ꎬ则是经济中

是否存在有效协调交换行为的各种机制ꎮ 企业内

分工的协调主要依靠企业管理者的行政命令机

制ꎬ而企业间的分工则更多地要依靠交易双方的

自律机制或来自第三方的他律ꎬ尤其是来自法院

的正规执法机制ꎬ以确保双方合同的履行ꎮ
正如希克斯(Ｈｉｃｋｓꎬ１９６９)所言ꎬ“甚至最简

单的交易都是一种合同”ꎬ即都存在合同能否被

执行的问题ꎮ 如果交易者事前意识到合同承诺的

不可信ꎬ则这笔交易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ꎬ交易产

生的双方利益也就丧失掉了ꎮ 格雷夫 ( Ｇｒｅｉｆꎬ
１９９９)把这样一种潜在违约困境称之为“交易的

基本难题” [１] ꎮ 那么ꎬ从历史上看ꎬ人类是如何处

理这个难题从而让交易发展起来的呢? 在人类社

会早期ꎬ由于交易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ꎬ因此ꎬ基
于共同的文化和社会规范所产生的双边或多边的

声誉和惩罚机制ꎬ通常足以让交易双方自觉执行

合同ꎬ因为任何违约者都会受到熟人社会中其他

成员的排斥ꎮ 当随着技术进步和人类活动范围的

扩大ꎬ交易行为逐步越过人格化交易而转向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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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时ꎬ传统的声誉和惩罚机

制将会失去效力ꎬ从而对公正独立的第三方执行

机制ꎬ即法庭执行机制的需求会变得更加强烈ꎮ
这时ꎬ政府能否及时地提供法治这一公共服务ꎬ对
于确保陌生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易就显得极

其关键(青木昌彦ꎬ２００２) [２] ꎮ
诸多经验研究表明ꎬ法治在确保合约执行上

的能力对专业化分工有着显著促进作用ꎮ Ｐｉｓｔｏｒ
和 Ｗｅｌｌｏｎ(１９９９)对亚洲国家 １９６０—１９９５ 年的法

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ꎬ其经

验分析表明ꎬ代表正式争端解决机构(如法院)使
用频率的人均诉讼率与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劳动

分工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ꎮ Ｒａｎｊａｎ 和

Ｌｅｅ(２００７)和 Ｎｕｎｎ(２００７)分别讨论了合同执行

能力对一国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的重要作用ꎬ他
们结合贸易流量与司法质量等数据ꎬ分析发现法

治水平越高、合同执行能力越强的国家ꎬ越容易生

产依赖专用性投资的产品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创

造比较优势ꎬ更大限度地参与国际分工ꎮ 马跃等

人(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使用来自 ２８ 个转型国家的微

观数据ꎬ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控制反向因果关系ꎬ
发现良好的法治体系能显著增加专用性中间投入

品的使用和产品出口ꎬ在企业层面解释了法治水

平与合约执行对国际贸易与分工的重大影响[３] ꎮ
中国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向市场经济转

轨以来ꎬ基于市场机制的交易逐步发生并不断扩

展ꎮ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法律制度相对薄弱ꎬ但是跨地区的非人格化交易

迅速涌现ꎬ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进入中国

参与生产ꎮ 对于这一似乎与传统强调正式法律制

度作用的观点相悖的现象ꎬ黄少卿(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２)
提出了“地方官员代理人机制”假说ꎬ认为交易者

以分享部分交易租金的方式ꎬ换取地方官员运用

行政权力保障非人格化交易合同的执行ꎬ从而促

进 了 地 区 间 贸 易[４] [５] ꎮ Ｔｒｅｂｉｌｃｏｃｋ 和 Ｌｅｎｇ
(２００６)则认为ꎬ大量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大

部分来源于海外华人商业网络ꎬ这一商业网络所

包含的社会资本对于有效的合同执行发挥着重要

作用[６] ꎮ 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同样证

明ꎬ即便中国的法律体系有待改进ꎬ包括法院在内

的正式合约执行机制同样对中国经济分工ꎬ尤其

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了显著影响ꎮ
李坤望和王永进(２０１０)考虑到中国转型过程中

地区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ꎬ利用中国省区 ２８ 个行

业数据检验了正式合约执行效率对地区出口贸易

的正向影响ꎬ并发现该影响随着行业的合约密集

度以及资产专用性的增大而增强[７] ꎮ 盛丹和王

永进(２０１０)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开

放条件下的两地区垄断竞争模型ꎬ并利用中国各

省 ２２ 个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ꎬ验证了正

式合约执行效率对 ＦＤＩ 流入的显著正向影响[８] 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人(２０１３)基于中国跨省数据分析发

现ꎬ制度质量是一个影响省级出口模式的主要因

素ꎬ制度对于出口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尤其更重

要ꎮ 王永进等人(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利用中国 ３０
个省份 ７７０００ 多家公司的出口数据ꎬ从微观层面

分析了合约执行机制对地区出口的影响ꎬ发现位

于司法质量更好地区的公司在出口需要高度专用

性投资的产品方面具有更明显的比较优势ꎮ 张莉

和黄汉民(２０１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

分析发现ꎬ合约实施制度对出口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ꎬ且对合约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影响更大[９] 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正处于转变发展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ꎮ
从增长核算角度看ꎬ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全

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的提升ꎮ 那么ꎬ为了扭转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中国 ＴＦＰ 不断下降的趋势(白重恩与

张琼ꎬ２０１４) [１０] ꎬ中国经济需要在企业层面激发

提升生产率的各类经济活动ꎬ包括进一步促进企

业间专业化分工及专用性资产投资ꎮ 事实上ꎬ党
的十九大以来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一直在

强调要完善包括执行合同能力在内的营商环境ꎮ
在政府各个部门ꎬ尤其是司法部门的努力下ꎬ世界

银行近年来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价与排名正在持

续改进ꎬ其中“执行合同”项得分名列全球前列ꎮ
营商环境的改进为中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及进

行专用性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ꎬ从而有助于

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持续提升ꎮ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ꎬ本文试图更准确地识别

􀅰３９􀅰



正式法律制度对于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ꎬ从
而为提升中国经济效率指出一条可能的路径———
加快推进司法改革、提高法治水平ꎬ由此改进交易

过程中的合同执行效力ꎮ 借鉴谈儒勇和吴兴奎

(２００５)的思路ꎬ本文以一个城市每十万人拥有的

律师事务所数量ꎬ作为衡量其司法质量的代理变

量ꎻ同时ꎬ以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工业增

加值除以工业总产值)的倒数ꎬ作为衡量该地区

企业间分工程度的代理变量ꎬ由此构造了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９３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ꎮ

　 　 二、假说的提出

为了创造交易租金ꎬ上下游企业间的专业化

分工往往涉及专用性资产投资 (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ꎬ
１９８５)ꎬ而这又引发出交易过程中事后可能出现

的套牢(ｈｏｌｄ－ｕｐ)现象ꎬ由此上下游企业通常会选

择进行纵向一体化(Ｈａｒｔꎬ１９９５)ꎬ然而ꎬ这对于上

游企业而言又可能失去范围经济所带来的利益ꎮ
如果存在有效的合同执行机制来防止后行动的下

游企业不执行事前的承诺ꎬ则双方保持垂直分解

的分工和交易关系的可能性将大为提高ꎮ 尤其

是ꎬ如果执行合同的机制来自于正式的司法体系ꎮ
事实上ꎬ当前全球经济的活动特征并不是纵向一

体化ꎬ而是生产过程按照价值链和产业链被分散

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ꎬ以便最大可能利用不同

地区的比较优势ꎮ 而技术创新驱动下的专用性投

资并没有妨碍这一过程的发生与扩展ꎬ其背后的

支持力量正是各个国家不断提升的司法质量ꎮ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ꎬ大量经验分析(Ｒａｎｊａｎ ＆

Ｌｅｅꎬ２００７ꎻＮｕｎｎꎬ２００７ꎻ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表明ꎬ正是

那些拥有良好高质量司法体制的国家更好地参与

了涉及专用性中间品的国际贸易ꎬ从而形成本国

在这类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ꎬ提升了本国的经

济效率ꎮ
高质量的法庭执法机制首先依赖于该国存在

良好的法律ꎮ 然而ꎬ正如法学家庞德(Ｒ. Ｐｏｕｎｄ)
所言ꎬ真正重要的不是法律文本而是行动的法律ꎬ
即法律发挥作用依靠的是人对它的执行ꎮ 这与中

国先哲孟子所强调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着异

曲同工之义ꎮ 法律的执行需要依靠法律专业从业

者ꎬ即包括法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共同体ꎮ 在

本文的研究中ꎬ我们把一个地区的律师执业机

构———律师事务所数量的多少作为该地区司法质

量的代理变量ꎮ 因为一个地区更多的律师事务所

和律师不但意味着法律服务竞争的提高和价格的

下降ꎬ而且也意味着更快的合同纠纷解决速度

(Ｈａｄｆｉｅｌｄꎬ２００５)ꎮ 由此ꎬ我们提出假说 １ꎮ
假说 １:一个地区的司法质量越高ꎬ本地区企

业间分工程度越高ꎮ
司法质量对工业企业间的分工影响ꎬ在不同

类型的地区或城市应该是不同的ꎮ 譬如ꎬ对于那些

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的地区和城市———中国

沿海地区的城市而言ꎬ分工深化的收益也将更高ꎮ
因此ꎬ在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时ꎬ司法质量的进一

步提升对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促进效应在沿海地

区必然更高ꎮ 从而ꎬ相比于内陆地区的城市ꎬ沿海

地区城市的司法质量改进的分工弹性将更大ꎮ
正如斯密定理所强调的ꎬ分工受到市场规模

的限制ꎬ换言之ꎬ市场规模越大的城市由于人口

多、购买力强ꎬ分工所带来的收益自然也更高ꎮ 这

也意味着ꎬ司法质量改进而产生的分工促进效应ꎬ
相比于市场规模更小的城市ꎬ在大城市的企业能

获得更大的收益ꎬ从而激发企业进行程度更深的

分工ꎮ 这一推理也说明ꎬ司法质量和市场规模对

于企业分工的促进作用存在互补性关系ꎮ 由此ꎬ
相比于市场规模更小的城市ꎬ司法质量改进的分

工弹性在大城市将更大ꎮ
合同执行除了依靠正式的法庭机制ꎬ也可以

依靠声誉机制或者说社会信任机制ꎬ而这一点对

于许多法治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尤其

重要ꎮ 在那些声誉和信任水平较高、企业依靠信

任能够较好地执行合同的地区ꎬ企业间的专业化

分工自然已经达到更高水平ꎮ 由此推测ꎬ相对于

信任水平更高的地区或城市ꎬ原有社会信任水平

更低的城市ꎬ其司法质量改进的分工弹性要更明

显ꎬ换言之ꎬ这一推理隐含的观点是ꎬ信任机制与

正式法庭机制之间存在替代关系ꎮ 正如卡利

(Ｋａｌｉꎬ１９９９)所指出的ꎬ法庭执行与商业网络的声

誉机制存在替代性ꎬ一旦更多的交易者选择存在

声誉机制的商业网络执行合同ꎬ则正式法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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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就越少ꎮ
然而ꎬ也有观点认为ꎬ考虑到交易合同的不完

备性ꎬ第三方的法庭执法也难以对合同的不完备

部分进行客观识别ꎬ因此ꎬ如果存在信任机制ꎬ则
可以降低这种不完备性本身对法庭执法的阻碍ꎬ
从而两者之间存在供给上的互补性关系(Ｋｌｅｉｎꎬ
２００２)ꎮ 换言之ꎬ相比于信任水平更低的地区ꎬ司
法质量的提高在信任水平更高的地区带来的交易

弹性也更大ꎮ
基于上述异质性分析的观点ꎬ我们提出假说

２、３ 和 ４(包括 ４ａ 和 ４ｂ)ꎮ
假说 ２:司法质量提升对企业间分工的影响

在沿海城市更大ꎮ
假说 ３:司法质量提升对企业间分工的影响

在拥有更大市场规模的城市更大ꎮ
假说 ４ａ:司法质量提升对企业间分工的影响

在信任水平更低的城市更大ꎮ
假说 ４ｂ:司法质量提升对企业间分工的影响

在信任水平更高的城市更大ꎮ

　 　 三、计量策略

(一)计量模型及指标构建

在后面的计量分析中ꎬ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层

面近十年的面板数据ꎬ采用如下个体效应模型:
ＬｎＲＩＶＡｉｔ ＝ β１ＬｎＬＰＨｉｔ ＋β２ＬｎＣＯＮＳｉｔ ＋β３ＤＤＦＣｉｔ ＋

β４ＰＩＰ ｉｔ＋ｕｉ＋εｉｔ (１)
其中ꎬ被解释变量 ＲＩＶＡ 为地区工业增加值

率倒数ꎬ代表当地(工业)企业间分工程度ꎻ主解

释变量 ＬＰＨ 为当地每十万人拥有的律师事务所

数量ꎬ代表当地的司法质量ꎮ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Ｓ 为

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ꎬ代表市场规模ꎻＤＤＦＣ
为地区外贸依存度ꎬ代表参与外贸程度ꎻＰＩＰ 为地

区第一产业占比ꎬ代表产业结构ꎻ扰动项由两部分

组成ꎬ其中随机变量 ｕ 为代表个体异质性的个体

效应项ꎻε 为残差项ꎮ 另外ꎬ式中 ｉ 代表地区ꎬｔ 代
表年份ꎮ

各个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和构建方法如下:
工业增加值率倒数(ＲＩＶＡ):本文研究的核心

命题是司法质量对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ꎮ 为

了衡量一个地区企业间专业化分工程度ꎬ我们选

取工业增加值率倒数作为其代理变量ꎮ 其计算公

式为:工业增加值率倒数＝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

值ꎮ 工业增加值反映的是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

果ꎬ而工业总产值反映的是工业生产活动的总成

果ꎬ包括中间产品的价值量ꎮ 因此ꎬ给定其他条件

不变ꎬ企业间专业化分工越细ꎬ整个生产过程被拆

分到更多企业完成ꎬ则表现在总产值核算上ꎬ原材

料转移价值的重复计算也更多ꎬ增加值占总产值

的比重也就更小ꎮ 换言之ꎬ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工

业增加值率的因素后ꎬ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的

比值越大ꎬ说明转移价值重复计算越多ꎬ企业间分

工程度越大ꎮ 鉴于数据收集的可获得性ꎬ本文计

算的是各个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倒数ꎬ
记为 ＲＩＶＡꎬ分析过程中取对数 ＬｎＲＩＶＡꎬ作为被

解释变量ꎮ
每十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ＬＰＨ):现有的经

验研究中ꎬ对司法质量ꎬ或者法治水平的衡量有多

种方法ꎬ如世界正义工程(ＷＪＰ) 制定的法治指

数ꎻ国内也有研究者制定了地方法治指数ꎬ但年份

有限且地区有限ꎻ樊纲和王小鲁等人编制的“中
国市场化指数”相关指标中有近似指标ꎬ但只到

省级层面ꎮ 其他的指标包括: 年度未结案率

(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ꎬ２０１６)、世界银行各年各国“营商环

境”中“执行合同”效率指数(Ｎｕｎｎꎬ２００７)、基于

司法质量企业感知度(Ｍａ ｅｔ.ａｌ.ꎬ２０１０)、２００８ 年世

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分省执行合同效率指数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 )ꎮ 借 鉴 谈 儒 勇 和 吴 兴 奎

(２００５)衡量法治水平的指标———每万人专职律

师人数ꎬ本文根据网上所搜集到的各个地级市律

师事务所数据ꎬ计算该地区“每十万人律师事务

所数量”指标ꎬ作为衡量该地区司法质量的代理

变量ꎬ计算公式为:１０００００∗律师事务所数量 /人
口总数ꎬ记为 ＬＰＨꎬ分析过程中取对数 ＬｎＬＰＨꎬ作
为主解释变量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ＣＯＮＳ):按照斯密定

理ꎬ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ꎬ即市场规模越大ꎬ分
工(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间)越有可能展开ꎮ
因此ꎬ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会影响工业增加值率

的倒数ꎮ 本文选择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

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ꎬ记为 ＣＯＮＳ 放入回归模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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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时取对数 ＬｎＣＯＮＳꎮ 由此ꎬ本文可以再

次对斯密定理进行经验检验ꎮ
外贸进出口依存度(ＤＤＦＣ):一个地区的企

业从事进出口业务会从多个渠道影响当地的工业

增加值率ꎬ首先是国际分工效应ꎬ即更多的进口中

间投入品将压低工业增加值率ꎻ其次ꎬ如果进出口

业务改进了企业的生产效率ꎬ导致能够用等量生

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创造更大的增加值ꎬ则将提高

工业增加值率ꎮ 因此ꎬ以外贸进出口依存度(进
出口总额 / ＧＤＰ)衡量的地区外贸水平对被解释变

量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渠道力量的混合作用ꎮ 本文

把外贸及出口依存度作为一个控制变量ꎬ记为

ＤＤＦＣꎬ放入回归模型ꎮ
第一产业占比(ＰＩＰ):影响地区工业增加值

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地区产业结构ꎮ 一般而言ꎬ
初级产业如农业和采矿业ꎬ由于生产加工环节

更少ꎬ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比例较低ꎬ因此往往呈现

出较高的工业增加值率ꎮ 考虑到不同地区产业结

构的这一差异ꎬ在回归中需要控制产业结构的影

响ꎬ本文用第一产业占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ꎬ记为 ＰＩＰ 放入回

归模型ꎮ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研究ꎬ样本选

取时间范围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ꎬ剔除掉样本选取期

间进行过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城市样本ꎻ另外ꎬ对
缺失部分年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样本ꎬ以
已有年份的数据通过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和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估算补足ꎬ最终形

成中国 １９３ 个城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十年间的面板数

据ꎮ 其中ꎬ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年«统计年鉴»ꎬ律师事务所数量数据来源于

“企查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ｉｃｈａｃｈａ. ｃｏｍ / )ꎬ省级守

信指数来源于张维迎和柯荣住的研究(２００６)ꎮ
由于相关外贸进出口数据部分年限缺失ꎬ最终得

到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ꎮ 表 １ 给出了各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ꎮ

　 　 四、计量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ꎬ我们使用 １９３ 个城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的

面板数据对基本模型进行初步检验ꎮ 为控制各个

城市个体的差异性ꎬ我们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ꎬ逐个添加控制变量ꎬ并
给出添加所有控制变量后ꎬ原假设为代表个体异

质性的所有个体效应项都为 ０(ａｌｌ ｕ＿ｉ ＝ ０)的 Ｆ 检

验的结果ꎮ 如下页表 ２ 所示ꎬＦ 检验的结果 Ｐ 值

为０.００００ꎬ因此强烈拒绝原假设“ａｌｌ ｕ＿ｉ ＝ ０”ꎬ即可

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混合回归ꎬ说明每

个城市都存在个体异质性———每个个体都拥有自

己的截距项ꎬ应该使用个体效应模型ꎮ
另外ꎬ个体效应也可能以随机效应的形式存

在ꎬ因此ꎬ我们再次进行豪斯曼检验ꎬ下页表 ２ 最

后两行给出了豪斯曼检验结果ꎬ豪斯曼检验 ｐ 值

为０.００００ꎬ强烈拒绝原假设“ｕ＿ｉ 与各解释变量不

相关”ꎬ因此ꎬ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ꎮ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含义 符号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工业增加值率倒数 分工水平 ＬｎＲＩＶＡ １９３０ １.１３８２ ０.３３４９ －０.８８３２ ３.６４９３

每十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 司法质量 ＬｎＬＰＨ １９３０ ０.０１３３ ０.８４２８ －３.７６４３ ２.９０３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市场规模 ＬｎＣＯＮＳ １９３０ ５.９０２０ １.２２０８ －９.６６５４ １０.７０１３

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国际竞争 ＤＤＦＣ １６７７ ０.２６８５ ０.４３５ １.３５Ｅ－０５ ３.４７８９

第一产业占比 产业结构 ＰＩＰ １９３０ ０.１２１２ ０.０７９３ ３.３１Ｅ－０４ ０.４１３９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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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司法质量对分工的影响(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变　 量 ＬｎＲＩＶＡ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ＬＰＨ ０.２４７７∗∗∗ ０.１４５４∗∗∗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４７１∗∗∗ ０.２１６２∗∗∗ ０.１２５７∗∗∗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４３)
ＬｎＣＯＮＳ ０.１１６１∗∗∗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８４５∗∗∗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３)
ＤＤＦＣ ０.１７７６∗∗∗ ０.１６５０∗∗∗ ０.１２６３∗∗∗ ０.１０９４∗∗∗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２７５)
ＰＩＰ －０.８４２３∗∗∗ －０.５５３３∗∗∗

(０.２３３１) (０.０５７７)
观测值个数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７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７０９ ０.２６５０ ０.２３５４ ０.２４２１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４８ ０.２８４７ ０.２９６３
Ｆ 统计量 １１８.２１
Ｆ 检验 ｐ 值 ０
ｃｈｉ２ 统计量 ４５.６５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

　 　 从表 ２ 报告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可以看出ꎬ
逐个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ꎬＬｎＬＰＨ 的回归系数

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我们重点关注第

(４)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结果ꎬ代表司法质量

的 ＬｎＬＰＨ 回归系数为 ０.１４７１ꎬ表明司法质量(即
每十万人拥有的律所数量)每提升 １０％ꎬ代表当

地企业间分工程度的指标 ＬｎＲＩＶＡ 提高 １.４７％ꎬ
说明司法质量(或者说法治水平)与企业间分工

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ꎮ
各个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也与前述假说相

符ꎮ 代表地区市场规模的 ＬｎＣＯＮＳ 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ꎬ说明市场规模与企业间分工

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ꎻ外贸进出口依存度(ＤＤＦＣ)
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ꎬ说明其国际分工

效应超过了生产率效应ꎬ导致地区工业增加值率的

下降ꎻ第一产业占比(ＰＩＰ)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

显著为负ꎬ说明一个地区的初级产业结构占比越

高ꎬ生产过程的分工环节越少ꎬ所需要的中间投入

品价值占比更低ꎬ因此提高了地区工业增加值率ꎮ
(二)工具变量

尽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得到了与

假说一致的结果ꎬ然而ꎬ这一结果更多地表明司法

质量与企业间分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ꎬ而难以识

别出因果关系ꎬ即到底是因为更高的地区司法质

量导致了更高的企业间分工程度ꎬ还是企业间分

工的深化促进了当地的司法质量ꎬ譬如ꎬ由于企业

对司法服务的更大需求从而吸引了更多律师来从

事司法服务ꎮ 为了解决反向因果所带来的内生性

问题ꎬ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做进一步识别ꎮ
一个符合本研究需要的好工具变量ꎬ必须要

与代表司法质量的解释变量“每十万人律师事务

所数量”高度相关ꎬ同时要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ꎬ
即该工具变量理论上不存在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

他渠道ꎮ 从这个角度出发ꎬ我们认为ꎬ律师事务所

是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ꎬ一个地区的律所数

量与当地律师总量高度相关ꎬ而律师总量又与当

地可以获得的法律教育资源高度相关———不但和

今天的法律教育资源相关ꎬ更和过去的法律教育

资源相关ꎮ 中国的法律教育资源集中表现为高等

教育机构法律专业的开设与法科学生的培养ꎮ 改

革开放以来ꎬ中国高校法律教育的发展经过了几

个阶段ꎬ１９９５ 年以后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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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ꎮ① 而在

此之前ꎬ中国高校法律专业的设置和教育资源的配

置ꎬ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法类专

业的地域分布的影响ꎮ② 显然ꎬ这种法律教育资源

的配置与此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相关性ꎮ
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可以查阅到 １９９１ 年中

国高等学校法律院系、法律专业设置情况信息:当
年共有 ３９ 个城市的 ６３ 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法律专

业的本科教育ꎬ其中又有 ２３ 所高校开设了研究生

教育ꎮ 由此ꎬ我们构建了 １９９１ 年中国各个地级市

可获得法学教育资源指数ꎬ作为此前“每十万人

律师事务所数量”的工具变量ꎮ 为避免混淆ꎬ记
开设法律专业大学所在的城市为城市 Ｘꎬ本文研

究的样本城市为城市 Ｙꎮ 引入一个对应样本城市

Ｙ 的工具变量 ＩＶ１９９１ 年可获得法学教育资源指

数”(记为 ＬＥＲ)ꎬ构建方式如下:

ＬＥＲ＝􀰐
３９

Ｘ＝１
(城市 Ｘ 法学专业资源指数 /城市 Ｙ

距城市 Ｘ 的距离) (２)
其中ꎬ分子“城市 Ｘ 法学专业资源指数”以

１９９１ 年开设法律专业的高等院校为基准ꎬ对于每

一所学校ꎬ根据开设法律本科专业数记分ꎬ即开设

本科专业数为 １ 个的大学记 １ 分ꎬ为 ｎ 个的记 ｎ
分ꎻ开设法律研究生专业的大学统一记 ２ 分ꎮ 城

市 Ｘ 法学专业资源指数为该城市所有开设法律

专业高等院校的计分之和ꎮ
在我们的工具变量中ꎬ城市距离是分母ꎮ 但

是 １９９１ 年拥有开设法律专业高等院校的那些城

市与自身的距离为 ０ꎬ无法作为分母ꎮ 若是将分

母设为(１＋该城市距各城市距离)ꎬ由于不同城市

对应的分子不同ꎬ这一处理并非严格的单调变换ꎬ
必将导致差异性较大的结果ꎮ 为避免该问题ꎬ我
们选取给城市距离人为赋值办法:记城市与本身

的距离为 １ꎬ与同省其他城市的距离为 ２ꎬ与邻省

城市的距离为 ４ꎬ与非同省非邻省城市距离为 ８ꎮ
该赋值方法隐含假设是:拥有法律教育资源的城

市ꎬ其对本研究样本城市的影响以“半衰”方式进

行ꎬ即同省份其他城市为该城市的一半ꎬ邻省城市

为同省的一半ꎬ非同邻省城市为邻省的一半ꎮ
这一工具变量 ＬＥＲ 反映的是ꎬ市场化改革后

经济发展尚未对法学教育资源分配格局产生影响

之前的状况ꎬ与此后各城市经济发展和企业间分

工无关ꎬ但它又会影响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数量ꎮ
因此ꎬ可以认为该工具变量是外生的ꎮ③

为了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ꎬ使用 Ｆ
统计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ꎬ由下页表 ３ 可见ꎬＦ
检验 ｐ 值为 ０.００００ꎬ因此强烈拒绝“存在弱工具

变量”的原假设ꎮ 此外ꎬ我们也对解释变量是否

存在内生性进行了豪斯曼检验ꎬ下页表 ３ 中豪斯

曼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０ꎬ因此强烈拒绝原假设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ꎮ
下页表 ３ 给出了使用工具变量后进行 ２ｓｌｓ 回

归的结果ꎮ 可以看到ꎬ在逐个添加控制变量的过

程中ꎬ各项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显著ꎬ
相较表 ３ 与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ꎮ 我们重点关

注第(４)列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ꎬ在控制了

市场规模、产业结构、外贸等影响分工的因素后ꎬ
ＬｎＬＰＨ 的回归系数为 ０.３３５７ꎬ表明司法质量每提

升 １０％ꎬ地区企业间分工程度提高 ３.３６％ꎮ 相较

于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ꎬ使用工具变量后ꎬ司法质

量提升对于企业间专业分工程度的影响系数提高

到原来的 ２.３ 倍ꎬ说明司法质量和法治水平的提

升ꎬ确实能显著地大幅提高本地区企业间专业化

分工水平ꎮ 其合理的解释为ꎬ司法质量提升改善

了合同执行状况、降低了合同执行成本ꎬ促进了非

人格化交易的发生ꎬ从而使得企业间进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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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１３ 次会议上

确立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Ｊ.Ｍ )教育项目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ꎬ法学教育也随

之恢复ꎬ包括传统的五大专业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
大、人大、武大与吉大)法律系的恢复与发展ꎬ形成了“五
院四系”的格局ꎬ在此基础上ꎬ随后其他高校法律教育也

相继发展起来ꎮ 但直到 ９０ 年代中期ꎬ特别是«律师法»
«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颁布后ꎬ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ꎬ法
律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才开始快速扩张ꎮ

由于 １９９１ 年中国各个地级市可获得法学教育资

源指数是一个截面数据ꎬ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ꎮ 为了

将该工具变量转换成面板数据ꎬ我们根据 ２０１３ 年国家实

施的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ꎬ获
得不同城市不同年份参与“双千计划”的人数ꎬ将该面板

数据构成的行列式与前述截面数据行列式相乘ꎬ得到可

以进行回归的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ꎮ



分工和专用性投资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提升法治水 平是一个地区改善企业间分工的有效办法ꎮ

　 表 ３ 使用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 ２ｓｌｓ

变　 量
ＬｎＲＩＶＡ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ＬＰＨ ０.５８０３∗∗∗ ０.５８２９∗∗∗ ０.３４０４∗∗∗ ０.３３５７∗∗∗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４８５)
ＬｎＣＯＮ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５５８∗∗∗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４１)
ＤＤＦＣ ０.２０５９∗∗∗ ０.２０３４∗∗∗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４１４)
ＰＩＰ －０.１４８１

(－０.３６２８)
观测值个数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０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７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８４ ０.２２６２ ０.２２８８
Ｆ 统计量 ２４５.４１
Ｆ 检验 ｐ 值 ０.００００
ｃｈｉ２ 统计量 １１１.５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 ｐ 值 ０.００００

　 　 (三)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司法质量对不同类别地级市

的企业间专业分工影响的差异ꎬ我们对数据进行

分组处理ꎬ具体方法是采用虚拟变量和主解释变

量的交叉项进行分组ꎮ
首先ꎬ根据是位于沿海省份还是内陆省份对

地级市进行分组ꎬ取 ＬＰＨ 的中位数将各个地级市

分成两组:一组为沿海省份城市ꎬ一组为内陆省份

城市ꎬ引入虚拟变量 Ｄ１＝ １(沿海省份城市)ꎬ０(内
陆省份城市)ꎬ将虚拟变量和主解释变量的交叉

项 Ｄ１∗ＬｎＬＰＨ 加入回归ꎬ且为了避免结果的内生

性ꎬ还需再引入工具变量———城市早年可获得的

法学教育资源指数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Ｄ１∗
ＬＥＲꎬ以对应每十万人律师事务所数量与虚拟变

量的交叉项 Ｄ１∗ＬｎＬＰＨꎮ
其次ꎬ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大小进行分组ꎮ 取常

住人口中位数将数据分成大小城市两组ꎬ引入虚拟

变量 Ｄ２＝１(市场规模大的城市)ꎬ０(市场规模小的

城市)ꎬ将虚拟变量和主解释变量的交叉项 Ｄ２∗
ＬｎＬＰＨꎬ以及城市早年可获得的法学教育资源指数

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Ｄ２∗ＬＥＲ 加入回归ꎮ
最后ꎬ根据城市社会信任水平进行分组ꎮ 合

约执行除了正式的司法执行机制ꎬ还依靠非正式

的声誉机制ꎮ 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ꎬ靠声誉

机制执行合同的可能性越大ꎮ 为进一步探讨不同

类型合同执行机制的关系ꎬ本文参考张维迎和柯

荣住(２００２)提出的各省守信情况的加权比例来

衡量信任水平ꎬ每个城市直接使用所在省份的数

据ꎬ按信任水平的中位数将城市分成高低城市两

组ꎬ引入虚拟变量 Ｄ３＝ １(高信任水平城市)ꎬ０(低
信任水平城市)ꎬ将虚拟变量和主解释变量的交叉

项 Ｄ３∗ＬｎＬＰＨꎬ及城市早年可获得的法学教育资

源指数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 Ｄ３∗ＬＥＲ 加入回归ꎮ
具体回归结果见下页表 ４ꎮ 第(１)列为按沿

海或内陆城市进行分组的结果ꎬ可以看到ꎬ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ꎬＤ１∗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

在 ５％的水平显著为正ꎬ在沿海城市ꎬ代表司法质

量的 ＬＰＨ 每增加 １０％ꎬ代表企业间分工水平的

ＬｎＲＩＶＡ 增加 ４.３１％ꎬ在内陆城市ꎬ司法质量每提

高 １０％ꎬ企业间分工水平提高 ２.３２％ꎬ沿海城市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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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为内陆城市的两倍ꎮ 这表明ꎬ提升司法质量对

企业间分工的影响在沿海城市更加有效ꎬ从而验

证了前述假说 ２ꎮ 这也说明ꎬ司法质量提升对企

业间分工的影响的确要受到市场机会的影响ꎮ 对

于那些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的中国沿海城市

而言ꎬ当地企业相互间分工深化的收益也将更高ꎮ
因此ꎬ一旦司法质量提升ꎬ它们进一步展开企业间

分工的动力相比于内陆城市的企业要更强ꎬ从而

存在更大的分工弹性ꎮ 这一发现与此前各类认为

更好的合约实施有利于该地区企业参与出口的文

献在观点上存在互补性ꎮ
第(２)列为按城市的市场规模大小分组的结

果ꎬ可以看到 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在 １％水平显著为正ꎬ
Ｄ２∗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为负ꎬ但是不具有统计上的显

著性ꎮ 我们没有发现司法质量提升在促进企业间

分工方面存在大小城市上的区别ꎬ从而前述假说

３ 没有得到验证ꎮ 对于这一与理论假说相异的结

果ꎬ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ꎬ市场规模更大的城

市ꎬ一旦司法质量得到提升ꎬ将吸引外地的企业来

销售产品ꎬ从而导致本地企业本来拥有的市场规

模优势被削弱ꎬ企业间分工收益被减少ꎬ由此也降

低了其进一步进行企业间分工的动力ꎻ其二ꎬ市场

规模更大的城市ꎬ司法质量的提升也可能通过促

进企业内分工、扩大企业规模来提高效率ꎬ从而生

产替代企业间分工的效应ꎮ
第(３)列为按城市信任水平高低分组的结

果ꎬ可以看到 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

正ꎬＤ３∗ＬｎＬＰＨ 的系数符号为正ꎬ但是不具有统

计上的显著性ꎮ 换言之ꎬ司法质量的提升对企业

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高信任城市和低信任城市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ꎬ从而无法确定性地验证假说

４ａ 和 ４ｂꎮ 对于这一结果ꎬ我们分析其原因在于ꎬ
合同的正式执行机制与非正式的信任机制之间既

存在假说 ４ａ 所给出的替代关系ꎬ也存在假说 ４ｂ
所给出的互补关系ꎬ在其他条件不同的城市间ꎬ两
种关系的强弱是不一样的ꎮ 两种关系所产生的效

应混合在一起ꎬ导致总体结果在统计上不具有显

著性ꎬ尽管从回归系数的符号上看ꎬ互补关系的效

应略为占优ꎮ 导致这一结果的另一种可能是因为

信任指标是省一级的ꎬ因此无法准确刻画每一个

城市的真实水平ꎬ从而影响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ꎮ
在上述三个异质性回归分析中ꎬ各个控制变

量的回归结果和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只有第一

产业占比的系数虽然符号仍然为负ꎬ但是失去了

统计上的显著性ꎮ

　 表 ４ 使用虚拟变量分组后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固定效应＋ＩＶ

变　 量
ＬｎＲＩＶＡ

(１) (２) (３)

ＬｎＬＰＨ ０.２３２２∗∗∗ ０.３７９１∗∗∗ ０.３２２９∗∗∗

(０.０８０６) (０.０９５１) (０.０７８６)
Ｄ１∗ＬｎＬＰＨ ０.１９８３∗∗

(０.０８１３)
Ｄ２∗ＬｎＬＰＨ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８０５)
Ｄ３∗ＬｎＬＰＨ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２５)
ＬｎＣＯＮＳ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４１)
ＤＤＦＣ ０.２４７５∗∗∗ ０.２０６３∗∗∗ ０.２０７４∗∗∗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４５６)
ＰＩＰ －０.３２５３ －０.０８６３ －０.１７４７

(０.３５４１) (０.３６４８) (０.３５６)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７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８０９ ０.２２６２ ０.２２９４

　 　 (四)稳健性检验

在前面的回归分析过程中ꎬ我们使用工具变

量并逐个添加控制变量ꎬ以及异质性分析的分组

回归ꎬ都一定程度反映了结果的稳健性ꎮ 进一步ꎬ
我们使用最优 ＧＭＭ 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ꎬ结果

见下页表 ５ 第(１)列ꎬ显示两步最优 ＧＭＭ 的系数

与显著性与使用工具变量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的系数十

分接近ꎬ说明了工具变量结果的有效性ꎮ
另外ꎬ我们使用工业企业密度指数(工业企

业数量 /工业增加值)来作为分工水平的另一个

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ꎬ鉴于数据收集原因ꎬ我
们实际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密度指数ꎬ记为

ＩＥＤꎮ 结果见表 ５ 第(２)列ꎬ除控制变量社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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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总额对数 ＬｎＣＯＮＳ 变得不显著以外ꎬ包括

主解释变量 ＬｎＬＰＨ 等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

著性均未发生变化ꎮ

稳健性检验:使用工具变量 ＧＭＭ 和更换

　 表 ５ 分工水平代理变量

估计方法 ＧＭＭ 固定效应 ２ｓｌｓ

变　 量
ＬｎＲＩＶＡ ＩＥＤ

(１) (２)

ＬｎＬＰＨ ０.６２９７∗∗∗ ０.３８０４∗∗∗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３１)
ＬｎＣＯＮＳ ０.１１４３∗∗∗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４４９)
ＤＤＦＣ ０.２６１１∗∗∗ ０.２７０６∗∗∗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８２１)
ＰＩＰ －０.９３１２∗∗∗ －４.６０４１∗∗∗

(０.３３４２) (１.１２５７)
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７７ １６７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６７７７ ０.２７３９

　 　 五、结　 论

本文使用中国 １９３ 个地级市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的面板数据ꎬ研究地区司法质量对当地工业企业

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ꎮ 为了控制计量分析中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ꎬ更准确地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ꎬ我
们构建了一个以 １９９１ 年开设法律专业高等院校

的空间分布为依据的城市法律教育资源指数ꎬ作
为反映地区司法质量的代理变量“每十万人律师

事务所数量”的工具变量ꎮ 经验研究发现ꎬ司法

质量的提升对城市工业企业间分工程度的提高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ꎻ并且这一效应的影响系数在

沿海省份城市相比于内陆省份城市更大ꎮ
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

义ꎮ 当前ꎬ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阶段ꎮ 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效

率ꎬ业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ꎮ 本文

的研究结果表明ꎬ提高地区司法质量的确有助于

促进企业间专业化分工ꎬ从而可以提升经济效率ꎬ
尤其是在那些可以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的沿海省

份城市ꎮ 因此ꎬ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各种办法切实

提高司法质量和法治水平ꎮ 鉴于一个地区的律师

和律师事务所数量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的司法

质量ꎬ因此ꎬ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ꎬ就是积极主

动地提升本地区职业法律教育水平ꎬ培养出更多的

法律从业人士ꎮ 这样的努力有利于中国完善合同

实施与产权制度、提高执法效率、减少诉讼成本ꎬ从
而最终推动经济活动的效率提升和经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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